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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旧石器考古新进展及相关问题

王幼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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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三地区考古新发现填补了早期人类遗存分布的空白，揭示出东西方过渡地带

的独特旧石器文化面貌。与东亚季风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长期流行的历史不同，过渡区

是简单石核–石片、阿舍利、莫斯特与石叶及细石叶技术交替出现。新发现还揭示出过渡

区联结东西方早期人类与文化的不同模式：西北干旱区随着更新世气候冷暖变化，呈现出

“断续开放的快速通道”模式；西南过渡区受地貌与生态环境影响，则是接触传播，慢速

递减扩散。高原高寒区的考古新证据显示，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历史开始于中

更新世晚期。高原周边不同文化传统的早期人类分别向世界屋脊扩散，写下人类演化史的

辉煌篇章。

关键词 中国西部；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人类迁徙；文化扩散

1 引言

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到目前已经发现超过2000处遗址[1]。由

于自然地理区位与生态环境原因，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绝大多数分布在东部季风

区。位于欧亚大陆东侧的中国，东临广袤的太平洋，夏季风为东部带来降水，形成适宜

人居的季风气候区。这当是东部地区数量众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存在的主因[2]。与此不同

的是，在东南季风与西风都无法到达的西北地区，则形成面积巨大的干旱区。西北干旱

区南侧的青藏高原区，海拔高达4000米左右，是高寒、低压、缺氧的生命禁区[3]。无论

是西北干旱区还是高原高寒区，都很少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与东部季风区形成鲜明

对照。

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格局也明显影响到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现有关于中国旧

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特点的认识，则主要是百年来东部季风区发现与研究成果[4]。随着旧

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积累与研究深入，尤其是需要将中国远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发展放到

世界史前考古背景下来观察思考，上述局限性则日渐突出。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有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西部地区[5,6]。无论是西北干旱区还是青藏高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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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区，甚至在已有一定工作基础的西南过渡区，都不断有新发现与重要研究成果报道。

这些发现与研究不但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而且为全面认识中国旧石器文

化发展特点，了解早期人类在欧亚大陆东侧的生存演化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与新

材料。本文拟简要梳理近年来中国西部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与研究进展，

并就这些成果所带来的影响做初步讨论。

2 西北干旱区

2.1 环境背景与研究史

西部干旱区主体是新疆地区，也包括与新疆毗邻的甘肃与内蒙古西部地区。该区域

南有号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遮挡，北受西伯利亚冷高压控制，东亚夏季风无法到

达，西风所带来的大西洋以及北冰洋水汽的影响很有限，仅在北疆局部地区尚有波及。

加之地理纬度等因素，使得本区成为沙漠戈壁广泛分布的内陆干旱区。西北干旱区的自

然环境不仅影响当代人居条件与生产发展，而且成为更新世人类与旧石器文化发展的障

碍。这当是本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较少的主因。不过近年来随着有明确学术目标的旧

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展开，相应的发现也逐渐增加，为认识早期人类在本区

的生存发展与迁徙扩散提供了更清楚的证据资料。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学者组织的西北地区科学考察就有细石器等打制石制

品的发现，如哈密七角井细石器等[7]。不过由于干旱地区剥蚀地貌条件，新疆及邻近地

区的旧石器多为地表采集[8]，不同时代和技术特征的石制品往往混杂在一起暴露于地

表，很难发现明确的地层关系，也难于找到合适的样品进行年代测定，影响到进一步研

究认识，使得西北干旱区旧石器文化面貌难以全面揭示。这种情况差不多一直延续到20
世纪末。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台地采集到数百件石制品，包括细

石器以及石叶与端刮器等[9]。还在原生地层中发现一件手镐和一件石片。后两者出自距

地表之下近10米深的第1层底部，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是新疆地区难得的出自原生地层的

旧石器遗存[10]。
大规模学术目标明确的旧石器时代调查工作开始于21世纪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04年夏季组织为期一个月的调

查[11]。这次工作从北疆的准噶尔盆地周缘到乌鲁木齐，再到南疆吐鲁番至喀什一线，新发

现石器地点24处，采集石制品多达500余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和布克塞尔县和什托

罗盖镇的骆驼石遗址。石制品分布面积广达20平方千米，集中区也有万余平方米。数量

众多的采集石制品中包括带有明显勒瓦娄哇技术特色的宽面石核与石叶，是国内首次发

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Initial Upper Paleolithic）的遗存[12]。另外在吐鲁番南的烽火台

附近也有多个地点发现，分布面积广阔，展现出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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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天洞与勒瓦娄哇技术

近年来新疆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出现明显变化。2016年开始，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发掘通

天洞遗址[13]。2016和2017两个年度发掘出土石制品1200多件，动物化石近800件。通天洞

从洞口到洞内皆有保存较为连续的晚更新世中期至全新世的堆积。堆积的下部发现有技

术特征鲜明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等遗物。两个动物骨骼的碳十

四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45000年前后（校正后）。石制品包括典型的勒瓦娄哇尖状器、莫

斯特边刮器等优质原料加工的精制品，也有少量精致石叶。洞穴内三个大致叠压在一起

的火塘，也反映通天洞居住者除了掌握娴熟的勒瓦娄哇技术和高效率使用石器原料的能

力，他们可能还是同一人群，熟悉通天洞及附近环境，因而能够周期性使用这处天然的

花岗岩岩厦。大量的食草类动物骨骼残块碎片提供的信息说明这个人群可能是以狩猎为

生者。

除了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通天洞文化堆积上部还有细石器与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

的遗存。细石器应该属于新仙女木过后的全新世之初。青铜与铁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时间

则可能已晚到距今5000年前后。在通天洞内及洞口部分2米多厚的剖面上，不同文化之间

有明显的间断，表现为不含文化遗存的自然堆积，或称为“生土层”。尤其明显的是莫

斯特文化层之上的角砾层，大致与末次冰期最盛期寒冷气候相对应。冰期的寒冷气候导

致强烈的物理风化，洞顶与洞壁岩石不断崩落形成角砾层。角砾层之上的土状堆积则应

是冰后期形成，其上部则是细石器遗存等。

通天洞是新疆地区首个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个发现说明新疆不仅有

技术特征清楚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制品，还有十分丰富的与当时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遗存，清楚地记录了晚更新世中期阶段的人类行为与活动历史。剖面上观察到的角砾

层等虽然没有文化遗存发现，但其所反映的环境变化特点，以及冰后期细石器及青铜与

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则更完整地记录了新疆地区距今45000年以来人类活动与古环

境变化之间的关系。

2.3 七角井与细石器研究进展

201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联合调查工

作，在南疆哈密七角井地区发现一处含细石器技术的石器加工遗迹与地层[14]。这是七角

井细石器发现近百年来首次见到明确地层关系和清楚的人类活动遗迹。七角井新发现的

燧石细石器出自流动沙丘之下的灰黄色细沙层。尚保留的文化层较薄，仅20厘米左右。

石制品分布密集，仅4平方米的范围内就采集石制品近600件。石制品的表面不见明显的

风化磨蚀痕迹，亦发现可拼合者。石制品大多为剥片早期产生的断块碎屑和初级产品，

仅3件工具。这些情况显示出临时性的石器加工场遗迹特征。本次发现的地层用光释光方

82 史 前 考 古 第 1 卷



法测年，其结果为距今10000—11000年。七角井石器加工场及附近发现细石器的技术特

征，带有两面预制技术的楔形细石核，与华北北部晚更新世末期的细石器展现出更一致

的特点，反映两者应该有更密切的联系[15]。

2.4 库孜滚遗址的石叶技术

近年在南疆帕米尔高原上修建塔什库尔干机场的文物调查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在环机场建设区周边，有面积多达数十平方千米的打制石器分布

区。2019年下半年，遂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

合发掘，在30多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发现石制品数百件[16]。发掘区文化层单一，遗物仅

见原地埋藏的石制品，原料均为黑色片岩。以窄体石叶石核技法为主要特征，还包括大

量简单剥片的石核、石片以及断块、残片等副产品，工具则较为少见。与发掘工作同时

开展的古环境与年代学研究显示，塔什库尔干机场库孜滚遗址坐落在塔什库尔干河流与

附近洪积扇交互作用形成的堆积中。打制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叶和石核–石片的技术特征，

与近年来在西藏高原腹地尼阿底遗址的同类制品相近，可能反映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

系。遗憾的是，虽然在库孜滚遗址的发掘探方剖面上揭露出距今3万年前后的湖相地层，

但石制品只发现于湖相堆积以上的全新世堆积中，光释光方法的测年结果仅为距今8500
年左右。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库孜滚石器制造场的年代确实较晚，属

于全新世早期；二是从石叶遗存的技术特点来看，其与尼阿底石叶相近，更有可能属于

末次冰盛期之前的暖期，即与库孜滚遗址下部的湖相堆积同期。对该遗址的继续发掘与

研究，应该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途径。

2.5 石核–石片技术的发现

除了莫斯特技术、石叶与细石叶技术，近年来在新疆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

查中也有很多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发现。这些发现中，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调查

材料更为丰富。小西沟新发现的石制品主要分布在小西沟青铜时代遗址分布区内及周

边。该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境内广泉河右岸3级阶地上，距离河道大约200米。该遗址地

表分布数量较多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砍砸器等。这些散落分布的石制品主要集

中于已发掘的墓坑周边，或者是遗址外围被流水侵蚀形成的冲沟沟底。经过本次调查寻

找石制品出土层位，已了解到遗址地表向下很浅即为青铜时代遗址堆积。青铜时代文化

层向下就是原生阶地堆积。旧石器时代石制品应出自青铜时代地层之下的阶地堆积。由

于人为挖墓坑，挖到石制品时，即丢弃于墓坑附近。遗址周边则由于流水侵蚀，冲走埋

藏石制品的土壤，将重型石制品留在沟底。测年样品分别取自探沟与遗址内部的冲沟剖

面。光释光方法测年的初步结果显示，该遗址青铜时代之下的阶地堆积形成于距今10万
年以上，很可能代表了该遗址新发现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的年代。

小西沟石器组合以砾石为主要原料，加工技术简单原始，可归入旧石器技术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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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小西沟石器材料丰富，堆积保存状况较好。尤其是该地点新发现

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组合，是以往新疆旧石器研究所不太受关注的类型。近年来在新疆

不同地区开始有更多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发现，如北疆阿勒泰地区的调查收获，在

勒瓦娄哇–莫斯特、石叶与细石叶技术的发现外，还有数量丰富的简单石核、石片，以及

以此为毛坯加工的工具[17]。其中尚可见到两面加工的手斧或手镐等，说明大型切割工具

组合存在的可能性。

石核–石片技术，以及两面器技术的存在，在新疆地区发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小

西沟石制品的技术特点与可能的年代结果，不但可将新疆地区早期人类活动历史追溯

到距今10万年以上，还可能为探索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及石器技术与

东亚地区的关系提供证据[18,19]。尤为重要的是时代更早的石核–石片技术以及两面器技

术的存在，更是检验旧大陆两侧时代更久远的早期人类迁徙交流的通道存在与否的

关键[20]。

3 高原高寒区

3.1 环境与工作史

本区是以西藏与青海为主体的青藏高原以及甘南、川西和云贵高原与前者相邻的过

渡地带。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海拔高度平均在4000米左右。周边过渡地带的海拔高度也

在3000米以上[21]。按照自然地理条件与旧石器遗存发现情况，本区还可以分为海拔4000
米以上的高原核心区，川西北、甘南与青海东北过渡区，川西与云贵高原西南过渡区。

高原主体部分由于海拔高，低压、缺氧，气候环境也更为严酷，古人类生存条件更为艰

难[22]；东北和东南过渡区的湿热条件与含氧量等，随着海拔高度的降低则稍有改善，已

发现的旧石器遗存也较多，也是近年来研究进展更大的地区[23]。
史前及相关学者开始关注青藏高原地区古人类文化遗存的时间也很早。如20世纪

初，就有西方学者在川西高原地区发现手斧[24]。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青藏高原

科学考察与研究工作的开展，有更多打制石器遗存发现的报道与研究[25]。进入21世纪以

来，高原及周边相邻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更是进入高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与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单位，首先在高原东北部地区开展了系统的调查与发

掘，发现多个有原生埋藏层位的石制品组合，包括细石器、小石器（石核–石片技术产

品）[26]，甚至还有零星的石叶乃至勒瓦娄哇技术产品发现。随着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的

展开，对于早期人类适应高海拔地区极端环境的行为特点，以及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进

程与影响机制等问题，也都开始成为高原地区考古学者的关注焦点[27]。尤其是近年来，

西藏申扎尼阿底、甘肃夏河白石崖和四川稻城皮洛等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更是将高原地

区旧石器时代考古推向高潮。

84 史 前 考 古 第 1 卷



3.2 世界屋脊的最早访客

虽然青藏高原发现打制石器的记录很早，已发现有打制石器的地点超过百处，但大

多是地表采集，缺乏明确的地层信息[28]。这种情况在近年来随着藏北申扎县尼阿底遗址

的发现发掘得以突破。尼阿底遗址位于青藏高原核心区色林错湖的东南缘，海拔超过

4600米，是世界已发现的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石叶技术遗址。尼阿底遗址所处的色林

错湖盆地早年也有打制石器发现的报道，但缺乏地层与时代信息[29]。2013年起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先后调查并正式发掘

该遗址。尼阿底遗址面积巨大，东西宽约400—500米，南北长达2000米，地表出露的石

制品数量众多，是一处规模巨大的石器加工场。石制品原料主要来自距遗址仅数百米的

夹杂黑色硅质板岩条带的山丘。

十分难得的是遗址保存有较厚的文化层，系统的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古人类在尼

阿底遗址的主要活动时间应为距今3万—4万年前后[30]。遗址地表和地层发现大量石制

品，以初级产品为主，修整成型的工具则很少见。最突出的是石叶技术产品，包括石

叶、石叶石核以及生产石叶的副产品等，构成典型的石叶工业组合。尼阿底石叶工业与

高原上已发现的分布较广泛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细石叶技术产品不同，可能代表了一

个不同技术传统的新人群或文化的整体到来。这一发现将早期人类到达高原腹地的确切

时间提早到距今3万—4万年之前，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晚期的气候适宜期。值得关注的是

尼阿底遗址还发现少量似勒瓦娄哇产品等。这种情况意味着或有可能更早的人群也曾利

用尼阿底遗址附近的石料加工生产石制品。

自2002年报道以来，于拉萨以北80多千米的邱桑附近发现的手脚印遗迹一直受到关

注。近期发表的新成果，将其年代提早到距今20万年左右，为讨论早期人类到达高原腹

地的时间增加了新证据[31]。新研究显示，邱桑手脚印遗迹和现代人手脚印形态与尺寸相

近，手掌按压部分光滑，没有人工凿刻痕迹。关键是邱桑手脚印铀系法测年取样与分析

方法科学，时代最早的第4组邱桑手脚印距今约20万年的测定结果也应该是可靠的。这个

结果显示早期人类开始在高原腹地活动的历史应该更为久远，人类手脚印岩面艺术可能

也开始得比已有的认识要更早[32]。尽管研究者对此结果尚有不同意见，但就邱桑附近调

查发现多种技术类型石制品来看，也间接说明拉萨附近地区古人类开始出现的时间，或

有可能会比藏北尼阿底遗址更早一些。

3.3 高原东北通道

由于地理位置、地貌与海拔高度，特别是受季风的影响等因素，青藏高原东北部是

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最多，工作也最深入的地区[33]。从甘南到青海北部地区已发现旧石

器时代遗址的时空分布特点来看，早期人类从高原东北部向高原腹地移动扩散的过程表

现得十分清楚。青藏高原东北与黄土高原相连。早期人类通过黄河干支流谷地较容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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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共和盆地、青海湖盆地，再向西到柴达木盆地[34]。通过几个盆地可以逐渐登上高原

面，是华北旧石器向高原地区扩散的便捷通道[35]。该区已发现的史前遗址占整个高原区

的三分之二以上，保留有明确地层并做过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青藏高原最

多最集中的区域。

3.3.1 甘南夏河白石崖

2019年发表的甘肃夏河的一件古老人类下颌骨化石，揭开了青藏高原古人类与旧石

器文化研究的新篇章[36]。这件下颌骨化石是一位僧侣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夏河县白石崖

溶洞发现的，形态原始，骨骼粗壮，保存有两颗完整的臼齿。化石残留的碳酸盐物质，

经铀系法年代测定显示至少距今16万年前。古蛋白分析结果显示，下颌骨与发现于西伯

利亚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人密切相关，应该为丹尼索瓦人或其近亲种。

鉴于化石发现的重要意义，2018—2019年兰州大学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度对

白石崖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和动物骨骼。白石崖遗址已发掘地层可分为11
层，各层位都发现了石制品和动物骨骼。靠下部的第10层和第11层的文化遗存更丰富。

石制品初步研究显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居主导地位，尚不见勒瓦娄哇或石叶等预

制技术存在的迹象。与发掘同步取样的土壤古DNA分析还显示，有属于早、晚两个不同

类型的丹尼索瓦人的古DNA存在[37]。这个发现进一步证实，从中更新世晚期开始丹尼索

瓦人即已经生活在白石崖洞穴，因而会留下古人类下颌骨化石，以及土壤中的古DNA。

还有已发现的大量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以及食余的动物骨骼及残片，也应该是他们

生存活动的遗存。这些珍贵的发现确切证明，早在中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就已来到海拔

3200米以上的甘南地区，开始适应青藏高原高海拔环境。

3.3.2 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晚期文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青藏高原北部海拔较低的柴达木盆地即发现了以小石片石器

工业为代表的小柴旦地点[38]。该地点石制品组合与华北旧石器的石片工业传统相近。石

器以石片为毛坯，形体较小，不见预制石核或修理台面技术，也不含石叶或细石叶制

品。根据石器类型特点，推测其年代为距今3万年左右。不过新近的光释光测年结果显

示，小柴旦遗址形成时间已处于晚更新世之末[39]。
距今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遗存则有21世纪初报道的冷湖遗址。该遗址发现有技术特征

明确的石叶等石制品。石叶技术的石制品均采自地表，调查采集的石制品共3件，包括2
件石核和1件石叶。所有石制品均以细腻的灰绿色石英岩为原料，石核与石叶均体现了与

勒瓦娄哇石叶技术相似的风格[40]。石制品所在湖岸阶地测年结果显示，人类活动应不晚于

距今3万年。这种技术特点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相近似，年代也大致相近[41]。
晚于距今3万年到距今1.5万年前后，大致是最后冰期最盛期阶段。可能是冰期寒冷

气候条件不宜人居，因而到目前为止，在高原东北部地区尚不见此阶段的旧石器遗存。

晚于距今1.5万年则有多个典型细石器文化遗存发现。如青海湖附近的江西沟与黑马河等

遗址。这些发现均有技术特征明显的细石叶或细石核等，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简单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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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生产的石核、石片等。除了石制品与动物化石遗存外，这一阶段的遗址多有火塘等

遗迹，更清楚地展现出高原东部地区晚更新世末人类的栖居形态与行为特点[42]。

3.4 高原手斧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世界屋脊东缘的川西高原发现过手斧的报道始，手斧这个将

旧大陆旧石器划为两个文化区的莫维斯线[43]的关键依据就一直受到关注，也不断有在高

原上发现手斧的消息[44]。遗憾的是这些发现很少有确切的出土地层，或标本并非典型手

斧技术的产品。2019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川西高原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调

查，在甘孜州多个地点发现有旧石器遗存[45]，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出自原生地层的手斧等

在稻城皮洛遗址的发现。

2020年以来皮洛遗址的系统发掘与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显示，自中更新世晚期以

来，就有早期人类在流经稻城盆地的金沙江2级支流傍河畔的3级阶地上驻足，有打制石

器等多种生产生活的活动，留下丰富的旧石器遗存[46]。就已经发掘揭露的剖面观察，在

贴近砾石层表的河漫滩堆积形成之初的第8层，发现数量较多以砾石为原料打制的石核、

石片及简单修理的工具等。同类型的石制品组合沿剖面向上一直到第4层。这个组合是很

典型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除了刮削器、砍砸器外，也见有少量两面打制的原手斧。发

掘者将这一组合分为第1期，应是最早到达稻城盆地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第3层发现的

石制品虽然仍以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为主，大量使用砾石原料打制的石核、石片以及

简单的刮削或砍砸工具。引人注目的是硅质板岩手斧与薄刃斧等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出现，手斧呈三角形或水滴形，呈现两面修理、加工程度高、器形对称、修长薄锐等阿

舍利技术特点。加工精致的手斧与薄刃斧，明显有别于早期的原手斧等发现。因而发掘

者将此层划为第2期。再向上的第2层被划分为第3期，这一阶段的石英与板岩原料的应用

明显增加。手斧虽继续存在，但明显小型化。新出现的石英原料的小型石制品等，也明

显有别于第1、第2期。

青藏高原东缘海拔3750米左右的稻城皮洛遗址，有典型手斧的发现固然重要，但更

为难得的是多个文化层与3个明显不同技术特点石制品组合的存在。根据与邻近地区手斧

形态和技术特点的比较，以及光释光方法测年初步结果，第2期典型手斧的时代不晚于距

今13万年。第1期的简单石核–石片工业的时代当更早，应该属于中更新世晚期。根据第3
期石器组合的地层与技术特点来看，显然要晚于阿舍利手斧的时代，应已进入晚更新

世。皮洛遗址不同石器组合所展示的技术特点显示出当有不同来源。以砾石为原料的第1
期简单石核–石片组合，与长江流域中更新世晚期广泛分布的砾石工业传统显现出较高的

一致性。第2期占主导地位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虽与第1期相似，但根据其典型阿舍

利手斧与薄刃斧的技术来看，却更可能与南亚同期的阿舍利技术存在某种联系。第3期的

阿舍利手斧小型化，较精致的石英小石片石器与砾石原料的简单石核–石片石器的混合

体，则显现晚更新世高原东南部地区旧石器技术来源的复杂性，可能有来自不同文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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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传统的人群相遇在该区[47]。

3.5 高原南到西部的发现

喜马拉雅山等高耸的山峰环绕青藏高原的南至西南缘，成为南亚古人类登上高原的巨

大障碍。从南亚扩散到高原仅有数条流出高原的河谷通道。从已经发现的旧石器遗存来

看，也仅分布在高原河谷地带，数量也很有限，远不如高原东到东北侧。已发现的石器工

业面貌和技术特点，也与河流流经的高原附近区域的旧石器工业组合相近。早年在拉萨河

谷发现的苏热地点的石制品，被研究者划分为简单石核–石片工业[48]。近期在该遗址的系

统发掘与研究显示，石制品原料为附近河滩砾石，通过简单剥片技术剥取石片，仅有少量

经过简单修理的刮削器等工具类型[49]。该组合的时代已晚到晚更新世末，其文化面貌和技

术特点仍与华南到喜马拉雅山东南坡更新世期间常见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高度一致。

到高原西端的阿里地区，也长期有考古学者调查，近年来也有多项系统的科学发掘

展开，并陆续公布了发掘报告与研究成果。其中的日土县夏达错遗址发掘工作历史较

长，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50]。虽然近期的年代学研究结果显示，这处保留了十分丰富的

狩猎采集人群的文化遗存的时代已进入全新世早期，但其石器组合仍是典型的细石叶技

术产品，因而被研究者归为“续旧石器时代”[51]。火塘与动物骨骼等遗迹遗物，也都反

映了这个遗址居民的狩猎采集经济活动场景。细石叶组合的技术和形态特点都显现出与

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密切关系。不过在阿里地区调查采集的石制品，也不乏手斧与莫

斯特技术产品。后两者则可能与邻近的南亚、中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传统有关[52]。

4 云贵到青藏

青藏高原东南缘沿着横断山脉和多条江河河谷南下，海拔从4000米左右逐渐降低，

过渡到海拔2000米左右的云贵高原。该区西南侧为缅甸与印度，是从南亚到东亚与东南

亚的过渡地带。近年来该区也有几项新发现，展现出与以往该地区不同的旧石器技术特

征，如云南大理州鹤庆县境内的天华洞、龙潭与蝙蝠洞等遗址。云贵高原区发现较为丰

富、研究也较深入的遗址，如贵州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等，皆表现出较为典型的石核–

石片技术特点[53]，主要以硅质岩结核或岩块为原料，采用简单剥片方法，生产形体较小

的石片石器[54]。但新发现的天华洞等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则与云贵高原地区的简单石核–石

片技术产品明显不同。

发现于鹤庆县城南金墩乡邑头村的蝙蝠洞遗址，海拔2370米，距金沙江2级支流银河

约2千米[55]。该遗址是一处因施工破坏残留的洞穴堆积。经过正式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

石制品、动物化石，还有可能属于古老型人类的牙齿。文化遗存出自不同层位，根据地

层堆积的岩性与石制品的技术特征，可以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上文化层石制品表现

出典型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特点，石制品主要是片状坯材加工的刮削器等轻型工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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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层则更多选用砾石为原料，直接修型成为砍砸器等重型工具。初步年代测定结果显

示，下文化层的时代为距今17万年左右，上文化层则偏晚。蝙蝠洞下文化层典型砾石工

业传统的技术特征在云贵高原区上尚不见有相关报道。与其上石片石器工业的技术关系

也是一个新出现的重要课题。

云贵高原以往发现的旧石器遗存主要是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与同纬度的南方东

部地区不同，云贵地区石器工业多是以石片为坯材加工的中小型石器组合[56]。近年来在

鹤庆县境内的新发现虽然也有较丰富的石片石器遗存，但这些石片石器多采用基纳式的

陡刃修理工具技术，以及有数量较多的盘状石核，还有似勒瓦娄哇石片、似石叶等，也

都显露出与以往常见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的明显区别。位于金沙江中游地区财丰河

流域的天华洞遗址洞前发现的石制品就属于这种类型[57]。该遗址经2010年、2013年和

2016年几次调查试掘。文化层为红色亚黏土沉积，光释光年代测定数据为距今9万—5万
年前后。该遗址发现石制品有1000多件，主要原料是玄武岩。石制品类型丰富，剥片与

修理技术多样，包括预制石核、长石片，以及似勒瓦娄哇石片、盘状石核–石片、似基纳

型刮削器等。类似的遗址或地点在财丰河流域发现多达10余处。其中距天华洞10余千米

的龙潭露天遗址也经过正式发掘，发现的石制品数量更多[58]。龙潭遗址的时代范围与天

华洞相近，石制品技术特征也与之相同。

近年来在西南地区还有和平文化发现的报道。其中时代最早的是云南沧源农克硝洞

发现的石制品[59]。沧源位于云贵高原南端，海拔已不足千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云

南考古工作者在硝洞发现石核、石片、砍砸器、手镐等。进入2000年之后，有更多发

现。研究者将此与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的和平文化对比，认为硝洞发现的石制品组合之

中，也不乏和平文化的单面周边加工的盘状工具与短斧等。但在硝洞出土的这类石制品

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却大于距今4万年。因而研究者提出，和平文化最早应出自云南[60]。

5 相关问题

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半壁江山的西部地区，无论是西北干旱区还是青藏高原高寒区，

与东部季风区相比人居条件都更为艰困[61]。尤其是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腹地，更被称为

生命禁区。以往两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很少，是中国与东亚旧石器发现的空白区。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展开，来自西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接

连涌现。这些发现中有与东部季风占主导地位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相近者，但更多见阿

舍利、莫斯特，以及石叶细石叶石器组合，展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风貌，以及早期

人类演化发展与迁徙扩散进程的复杂性等问题[62]。

5.1 西北干旱区与早期人类迁徙扩散

西北的亚洲内陆干旱区的发现，尤其是新疆地区几项发掘与系统调查的新进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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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填补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空白，而且为探讨东西方早期人类与文化迁徙扩

散及交流互动等课题提供了重要证据。新发现显示，晚更新世以来东西方早期人类与文

化交流互动的北线通道确实存在，但应该局限在间冰期气候转暖阶段。这种情况在北疆

吉木乃通天洞遗址表现得尤为清楚。通天洞作为新疆地区第一个系统发掘的旧石器时代

遗址，不仅填补了本区史前考古发现的空白，还进一步确立了晚更新世中期以来古环境

发展过程与旧石器文化序列的年代框架，证实早期人类迁徙扩散北线通道阶段性开关的

特点或模式。

吉木萨尔小西沟地区调查发现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尤其是盘状石核等与俄罗斯阿

尔泰丹尼索瓦洞穴下层的同类发现展现出的相近特点，很容易令人考虑到两者的文化关

系[63]。近年来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白石崖洞穴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化石与石片石器遗存，更

暗示从中亚北部到东亚地区，在深海氧同位素5阶段两地晚更新世早期人群与文化交流通

道存在的可能性[64]。还有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北方早更新世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的发

现，以及研究工作的深入，有关早更新世东西方古人类迁徙扩散北线通道的讨论，也都

成为新疆及西北干旱区旧石器时代考古面临的重要课题[65]。
如上所述，近年来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进展已证实，东西方早期人类与文化交流

的北线通道在晚更新世阶段就已经存在。尤其是通天洞遗址等发现说明，由于地理纬度

条件等限制，北线通道更可能是阶段性或间歇性的存在：更新世气候转暖时期，给东西

方早期人类与文化提供迁徙扩散和交流互动的方便条件；冷期来临，两边的迁徙交流则

更为困难或中断。而欧亚草原的平坦地形也更有利于狩猎采集人群的快速迁徙扩散，方

便早期人群或文化的整体快速移动传播[66]。

5.2 世界屋脊更新世居民的源流

与西北干旱区早期人类与文化发展，以及对东西方交流互动的影响明显不同，近年

来青藏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众多发现，清楚地揭示出早期人类在世界屋脊地区的

生存适应是更复杂纷繁的历史进程。当冰期来临之时，高原腹地显然更不宜居，尚无穿

衣盖房等御寒技术的早期人类，显然无法应对高原的寒冷气候，以及冷期造成的更贫乏

的动植物资源环境。即使是暖期阶段，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情况也显示，人类

首先占居的是高原周缘的海拔较低地区。高原东北部的大面积河谷盆地，成为华北地区

早期人类向高原进发的便捷通道[67]。甘南夏河白石崖洞穴古人类化石与古DNA的发现，

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地区的历史提早到中更新世晚期。白石崖洞穴出土的石片石器也

展示出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与高原东北地区的密切关系。高原东北区晚更新世以来的发

现，尤其是末次冰盛期前后众多遗址的发现与深入研究，更展示出冰期寒冷气候是阻断

早期人类向高原进发的严重障碍。

更新世的环境变迁，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出现，也阶段性地为征服高原的古人类提

供了机会。根据年代测定与古环境研究，居住在高原腹地的申扎尼阿底遗址的石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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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显然是在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高原大湖期的气候适宜阶段才有机会登上世界屋

脊，创造了早期人类在海拔4600米高原生存的纪录。而新近报道的拉萨北部邱桑手脚印

及附近旧石器遗存的发现，说明早期人类登上高原腹地的时代可能更早。后者的更多野

外工作与深入研究，显然也是目前高原高寒区旧石器时代考古面临的更重要课题。

最近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手斧的发现，证实早期高原地表采集的手斧确实属于旧石器

时代，说明手斧或阿舍利技术人群早在中更新世晚期即已登上高原，至少开始在海拔

3700米以上地区生存。这个发现也提出新问题，即高原手斧来自何方。按照早年莫维斯

的划分，高原东侧应当划在旧大陆东侧的砍砸器文化区。高区典型阿舍利技术产品的发

现，显然是对莫维斯线的挑战[68]。如果仔细观察皮洛遗址的发现，第1期带有显著砾石工

业传统的石核–石片石器组合中，也可以分辨出加工简单的原手斧类型的存在。这个石器

组合，无论是原料、加工技术还是组合特点，都与中国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的砾石工业

显现出更密切的联系。然而到第2期，虽然就石器原料与组合的整体观察，与第1期的区

别并不特别明显，但新出现的典型阿舍利手斧，如用板岩原料通体加工的扁薄手斧与手

镐，则与同时期南亚的阿舍利技术产品显现出更密切的技术联系。再晚的第3期，手斧的

小型化发展趋势，以及加工精致的莫斯特式尖状器等，也明显展示出外来技术的影响迹

象[69]。这些和南亚旧石器早、中期技术与文化特征相同。另有较多的石英等硅质岩原料

加工的小型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则又显现出与华北地区同时代石器技术和文化传统的密

切关联。总之，新发现虽然解决了对手斧出土地层的关切，但也带来更多的问题和

挑战。

类似的问题在藏南河谷地带以及西部阿里地区也都有发现。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地

区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数量仍相对较少。藏南更多地表现出石核–石片技术特点。阿里地区

的石器技术类型则更丰富。这当与两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地形地势特点密切相关。藏

南地区面临陡然耸立的喜马拉雅山脉，与南亚地区早期人类和文化的通道仅有个别的河

谷。经河谷登上高原的也多是该区长期流行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70,71]。阿里地区的西部

也是陡然隆起的山峰直接过渡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面。从南亚北部到中亚地区的早

期人类向高原进发，也仅有为数不多的河谷较为方便迁徙流动。目前已发现的旧石器以

及续旧石器地点也多是沿着这些河谷地带分布。出自该地区的石制品技术特点则较藏南

更为多样，包括简单石核–石片、莫斯特、石叶与细石叶技术的产品皆可见到，说明该地

区旧石器技术与人群来源的复杂性。然而，无论是藏南还是阿里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与早

期人类的来龙去脉，目前所能见到的仅仅是表象，其确切的演化历史与发展进程则都是

需要继续探讨的重要课题。

5.3 云贵高原与更新世人类迁徙南线

与前两区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不同，联结南亚与东南亚的云贵高原地区的旧石器时

代考古工作已有悠久历史，发现也十分丰富。然而与西北和青藏高原区相近的则是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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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考古也有多项新进展，带来改写传统认识的重要信息。首先是鹤庆蝙蝠洞从

砾石石器到石片石器两个文化层的叠压关系的发现。早期的典型砾石工业传统的存在，

说明云贵地区并非是以往所发现的石片石器的一统天下[72]，华南砾石工业传统至少在中

更新世晚期之前也曾出现在西南地区。从砾石向石片工业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华南[73]，
也应是包括云贵高原在内的西南地区的共同趋势。地处海拔2000多米的青藏与云贵两个

高原交界处，沿长江支流河谷分布的中更新世晚期的砾石工业，也为寻找青藏高原东侧

稻城皮洛遗址等发现的带有砾石工业传统旧石器遗存的来源提供了重要依据。

另一重要进展是鹤庆天华洞与龙潭遗址的发掘，以及邻近地区调查所见的带有基纳

型莫斯特技术特点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群的发现。与云贵高原地区流行的简单石核–石

片技术生产的石片石器不同，在以天华洞与龙潭遗址为中心的财丰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

址群，发现数量较多的基纳式陡刃加工的刮削器，还有似勒瓦娄哇石片、长石片，以及

较多的盘状石核等。这些技术特征与广义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基纳型莫斯特组合更

为接近，因而有研究者倾向于将其视为外来者[74]。云南鹤庆位于与南亚接壤的云贵高原

西侧，出现外来的技术无论是人群迁徙还是文化扩散皆更为便利。由此再向东，则尚不

见此类报道。这种分布态势当与西南地区的地理障碍和生态环境等条件密切相关。从青

藏到云贵高原过渡的横断山脉，加之多条南北奔流的大江大河，尤其是茂密的热带亚热

带雨林等，都是早期人类与文化从南亚向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扩散的天然屏障。在邻近南

亚的云南鹤庆地区发现的旧石器，尚带有较多的外来文化与技术特点，但越向东向北，

越少见到。这一新发现的技术特点与分布态势，对认识西南地区早期人类与文化的迁徙

交流也显得至关重要。

与此类似的是沧源硝洞的和平文化发现。和平文化是东南亚晚更新世末到全新世早

期广泛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或石器技术传统[75]，也是认识华南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

展，以及与东南亚地区人群和文化关系的关键。沧源的新发现不仅提出和平文化的起源

问题，而且为探讨华南到西南地区晚更新世晚期广泛分布砾石工业与东南亚大陆的同类

文化，以及其背后人群的文化与遗传关系等都开启了新视野。

6 小结

西部三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近些年来的系列发现，填补了中国与旧大陆西部之间早

期人类与旧石器文化时空分布的空白，也在改写世界史前史的传统认识。西北干旱地区

的发现说明，位于中高纬的欧亚大陆草原带是早期人类和文化迁徙扩散与交流互动的便

捷通道。通天洞等遗址发现的地层与文化遗存的解读说明，随着更新世气候变迁，北线

通道呈现着冷期中断、暖期通畅的特点。虽然北线时间有间断，但其开阔的草原环境为

追逐群居食草类动物群提供了更快捷的通道。因而可以见到莫斯特与石叶石器组合整组

出现在华北与东北地区，形成间断开关的快速通道的北线模式。与此相反，在植被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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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南热带亚热带雨林区，新发现的旧石器遗存则反映出外来影响主要是在东亚与南亚

的接触地带，越远离接触带，外来影响则越少见，呈现出接触交流传播模式。至于矗立

在东亚与旧大陆西侧的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攀登通过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世界屋脊则

更为艰难。高原顶面虽然分布着多样的旧石器遗存，反映出不同的来源，但其并非是东

西交流的主要通道，而是来自不同方向的古人类群体，以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模式征

服高原，适应高海拔地区低温、低压和缺氧的极端环境，开辟新的生存领地的历史记

录。总之，西部旧石器时代考古新进展，为完整认识中国乃至世界史前史及早期人类与

文化发展开启了一扇全新窗口，也带来更多亟待探讨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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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chievements and related issues of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western China

WANG Youping1,2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Zhengzhou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Zhengzhou 450052

Abstract The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three western regions have filled the gap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arly human remains and revealed the unique features of Paleolithic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al zone between the East andWest of the OldWorld. Unlike the long prevailing history
of simple core and flake technology in the East Asian monsoon region, the transitional zone is
characterized by alternating appearance of simple Core-flake, Acheulean, Mousterian, Blade and
Micro-blade technologies. The new findings also exhibit various modes connecting early humans
and cultures of the East and West in the transitional zone: the arid area in Northwest China presents
a "fast and intermittently opened route" mode with the changes of Pleistocene climate; the
southwest transitional zone, affected by geomorpholog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monstrates
contact diffusion with decreasing slow speed and influence. New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in the
plateau region show that the history of early human conquest of high-altitude extreme environment
began in the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Early humans around the plateau, of different Paleolithic
traditions, spread to the roof of the world from various directions, writing a brilli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
Keywords western China; paleolithic; lithic technology; human migration; cultural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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